批判与重构：被误读和滥用的高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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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文化具有深刻的教育穿透力，其根源在于作为与社会不可分割的个人，都要生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都无法摆脱文化对他的影响。高职教育也无法例外，高职文化只有采借吸纳、继承创新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摆脱当下高职文化中大学文化缺失、高职特色精神要义缺位、高职教育工具主义泛滥的被误读和滥用的困局，才会焕发高职教育鲜活璀璨的生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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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areas, the culture has a profound educational penetrating its roots in the indivisible as social individuals, who must live in a certai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ould not get rid of the cultural effects.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lso not an exception, which is only collected by the absorbed, inherited the innovative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art culture, get rid of the current misunderstood and abuse of the dilemma including lack of university culture,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absence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instrumental. Thu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ould glow with a fresh bright lif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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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本身就很“职业化”。在相当程度上，这一名词可以和功利化、工具化、急功近利、非主流等后现代话语互换。可不知为何，近年来关于高职文化及其精神的讨论却十分热烈，掀起一波波研究热潮。这大概是因为在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研究兴起的学术背景下，对何谓“高职文化”问题，尽管国内外学者研究甚多，但许多学者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表述各异、争持不下，由此形成作为热点命题的一个“风暴眼”。某种程度上，也恰好印证了高职文化的多样性和鲜活性。
一、高职文化：当前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萌芽于上世纪50年代、发轫于80年代初期、规范于90年代中期、兴隆于1999年后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可以说与改革开放经历大体一致的历史进程。历经20多年探索，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从无到有、再从有其名到有其位，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和半壁江山的生动写照。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其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和程度的产物。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我国高职文化的构建是以特定的时空双维度为主线，结合特定的产生土壤、生长环境、成长场域，依据自身的类型要素、发展逻辑、运行模式，有序积淀和成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故此，高职文化在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中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小觑的社会文化现象。
1. 高职文化研究的背景
文化研究俨然成为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最为活跃、最富于变化的研究领域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陆续被介绍到我国，至今已经成为国内文化批判的重要话语资源。
随着西方文化研究成果及研究范式的不断引介，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以其强烈的参与意识及尖锐的批判精神，日益成为一种被广泛运用、有效分析的研究视角。对高等教育而言，“文化的观点是高等教育研究应持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一个适切的观点。”
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源起于当前学术界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
2. 高职文化的“大学化”
对于高职院校是否归属于大学的范畴，学术界观点不一、争议不断，尚未达成共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我们认为，高职院校是合法的高等教育机构。按照大学在组织形态上的定义，高职院校就是“大学”，是大学的一种类型。与所有大学的一样，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与目标、教育教学方式、组织管理架构、校风学风等方面必须涵盖大学精神的一般内容和体现大学精神的普遍特点。因此，高职文化是一种大学文化，既要满足大学文化的层次与类型要求，又能体现出大学的教育水准、精神境界和人文关怀；既能满足大学文化精神的基本要求，又要具备大学文化精神和品味特征，是对大学文化内涵的发展与丰富。
3. 高职文化的“职业化”
作为大学发展史中的一个特殊类型，高职教育是以培养技能性人才为主的教育类型。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招生就业等方面，都明显有别于以学术性和应用性人才培养为主的普通高等教育。面向市场办学，以就业为导向、工学结合为主流和能力为本位的高职教育，决定了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生产第一线的必然联系。高职文化的“职业化”强调高职教育与行业企业的相互渗透性和融合性，并借助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平台，融入职业文化的要素、融入“职业化”的文化内涵，突现“服务为本、职业情怀、经世致用、重技崇学、能力本位、开发竞合、创新创业”等核心价值的精神文化。

4. 高职文化：“大学化”与“职业化”的契合
高职教育的教育类型决定了高职文化是一种职业文化，是职业教育文化层次的提升。
一方面，高职院校的“大学化”决定了高职文化的“大学化”，必须体现大学精神的一般内涵和普适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社会功能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科学研究方向、社会服务理念和技术文化体系的类型要求，高职文化的“职业化”在长期实践积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独具个性的高职文化核心内质。高职文化的“大学化”与“职业化”的契合，二者圆融共生、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自成一体，构成高职文化的理解基点，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二、批判与审思：被误读和滥用的高职文化
对高职文化现象不加区别地进行批判，的确存在误读之处；而凭借美好愿望将其视为伟大的职业文化代言行动——包括高职文化事件的当事人，则有滥用高职文化之嫌。随着“高职文化”一词泛滥成灾，其话语（权力）资源恐怕很快将被消耗殆尽而使人倦怠。在现代社会中，这是最为寻常不过的文化流行特征。
然而，作为文化意义上的高职教育本身也有一定问题。一方面，高职教育文化应为我国高等教育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近义词，本义在于消解大学文化话语体系的权威，重新建构时代的高职文化精神。此种意义而言，高职文化乃是一种解构文化。另一方面，已经发生的高职文化构建的实践却没有很好地诠释和承担起人们所赋予的角色功能。说起来挺有趣，所谓挑战与机遇、超越与颠覆云云，原来却是研究者们的一厢情愿。
1.高职文化中的大学文化缺失
大学文化体现了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要义。从文化育人的视角看，高职教育有必要培育或找寻归属于高职教育的大学文化（或高职精神）。然而，高职教育从办学定位到育人目标都与传统大学存在着显著差异，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是否仍旧适用于高职教育？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带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意味。
从源起于12世纪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大学（以萨莱诺大学、巴黎大学、波隆那大学为主要代表），主要职能为服务于宗教（最初的巴黎大学即为宗教学校）。15世纪中叶，以人文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相继建立。大学自身的“象牙塔式”的“精英化情结”终难割舍，千百年流转而下的神圣感异彩绽放。
相形之下，高职教育的产生和存在，其质朴、平实的“平民化”色彩则异常凸显。20世纪60年代，德国、英国等一些工业化发达的欧洲国家，基于对大量高级与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需求，创建了最初的高等职业学院，如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等。然而，纽曼、洪堡等人认为，普遍知识（liberal knowledge）才是真正的大学应该教授的知识，而专业职业性知识是不能称之为知识的具体知识，大学不应该传授。受这种先验性知识等级观影响，欧洲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由独立于大学教育之外、新设立的专门学院承担，大学精神湮灭于目标单一和文脉断裂的高职院校中。
我国的高职教育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短期大学。据不完全统计，90%以上的高职院校由中专、技校升格或合并升格而来。这些学校存在的使命因特定时代要求显得特别单纯，即针对国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战略任务，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适应生产力发展所需的职业化、技能型的应用人才。迥异于大学的文化根基，配以极强的以就业为导向的功利性任务、格式化的人才培养目标，高职院校要实现理性诉求、人文关怀及学术追求几乎为奢谈。
2.高职特色的精神要义缺位
受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儒家思想的影响，重书本知识、轻操作技能的“重学轻术”式传统知识观使职业教育沦为“次等”教育，职业教育文化也随之沦为“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
人们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轻视，导致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比普通教育低，形成各种思想与观念上的痼疾。科学技术一直被传统社会视为“奇技淫巧”或“雕虫小技”。当前，我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缺乏对自己的文化认同，成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一大思想屏障。
此外，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但数量上大发展的同时并没有伴随着质量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而带来了质量的下降，导致高职特色的精神要义缺位，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目标模糊、特色不鲜明、人才质量不高、传统教学方式仍占主导地方、专业设置模仿本科院校、专业划分过细、高职教育质量定位的学术偏移倾向、紧扣产业和社会需求的实用性不足，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而世界公认的经济强国德国，其发达的职业教育被誉为德国经济腾飞的“助力器”。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无不得益于其传统的人才价值观、重视手工艺和技艺、重视技术与实践的传统、重视职业培训的优良传统；得益于其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专业设置、教材建设、实践教学和校企合作等独具特色、先进的职教文化理念和高职特色鲜明的精神要义。
3.高职教育的工具主义泛滥
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看，工具理性仅仅是手段，价值理性才是目的。教育的工具理性，使得我们要“授人以渔”，教会学生“渔”的方法和技能；指向更多意义的价值理性，引导学生“为何要渔”。教育最本质的价值在于培养人的品性特性和精神理念，唤醒人的心灵良知以支配自己的一切行动，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使人“学会做人”、成为“人”、成为他自己，最终实现人的终极价值目的。
高职教育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所需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目标，其人才培养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突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突出实用性、技能性和岗位适切性。然而，受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和人类社会几百年来工具主义、技术决定论发展观的影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践以“教人做事”为出发点，“学会做人”被淡化甚至被削弱；科学教育、职业技能训练被推到高等职业教育的中心，而人性的锤炼、人格的塑造、道德的考量、“人的目的”这一教育终极目标日益淡出高职教育的视野。学生学习生活的情趣和诗意可能成为教育工具理性下的“婢女”；技术的异化力量可能使人成为自身的“犹大”。

出于各个研究者学术立场和研究倾向的不同，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是种种错综复杂、纷纭繁乱的高职文化现象，难免引起我们诸多的误读，也给我们留下了更为泛滥的疑惑与审思，使人得以看到高职文化现象中充满的与现实不符的偏见和悖谬。对高职文化的解读不再纯粹，丧失了应有的冷静与理性的精神；学者们也仿佛多了一个身份，蜕变成深陷高职文化“乱象”中失迷的当事者，致使对高职文化的误读和滥用。于是，人们对高职文化的误读在所难免，理性的意识和价值判断将不再客观。
三、再显与重构：高职文化的理论探究与院校践行
（一）理论探究
1. 构建背景：渊源与沿革：“实用”——实事与济用
“高职教育”名称的出现，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事实上，从职业教育的理念、培养模式、培养目标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有着深远悠久的历史背景。我国古代社会的“设学收徒、以师带徒”的师徒制可以算是古代职业教育的典型雏形之一。一千多年前创设的岳麓书院，明确高扬“实事求是”、“经世济用”的教育思想。直至清末的高等实业学堂等，具备了一定“高职教育”特质。在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壬戌学制”，确立了职业专科学校的法律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具有高职教育性质的专科教育开始兴起。20世纪80年代初，诞生了一批以“收费、走读、不包分配”为特点而明显区别于普通高校的地方职业大学，正式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的高等职业起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高职教育开始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让高职教育走上依法办学的道路，得到蓬勃发展。
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渊源背景和历史沿革来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始终伴随着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需求协调发展、共生共荣；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看，“实事”与“济用”的精神始终贯通其中。
2. 构建土壤：中国特色化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今天，传统与未来的沟通对接如何突显中国特色，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我国高职文化必须构建和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土壤之中，对基本国情应有最基本的清醒认识。譬如人口众多、整体素质偏低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之间巨大的现实矛盾，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这使得我国的高职教育必须以规模化、集约化为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实现多样化，才能应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基本要求。凡此种种，都决定了我国高职教育应紧密契合国情而发展，高职文化须扎根于这块特定的现实土壤而构建、成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中国特色高职文化的培育，要与当地的需求与文化相融合，一方面要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传统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也要与可持续需求相一致。
3. 构建语境：国际化
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不可能隔离于世，高职教育的发展与高职文化的构建，同样不能脱离国际化大舞台，在与世界先进职教文化衔接中展开更深层次的精神对话。具备国际高职教育相互借鉴吸纳“兼容采借机制”，即在扎根于中国特色土壤的前提下，采借国际先进的职教理念和模式方法，甚至包括先进文化的采借和吸纳。
4. 构建内核：类型与模式
高职教育作为我国社会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核心内容和独有特性，是建立在高职教育是一种重在培养高技能职业型人才的教育类型的认知判断上的。其对“就业导向”、“职业能力”、“必须够用”、“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学合一”等关键词的强调，使之成为一种明显区别于传统学术型大学教育的高职类型。这种教育的“类型性”是高职文化内核构建的基质性因素，决定了高职文化的属性内涵。
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其类型下的运行模式及其运行实践，则是高职文化内核建设的根本基础和发生机制。经过多年探索，高职教育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运行模式，例如以就业为导向、把人培养目标定位于高技能人才；以产业和社会需求为指引，调整优化专业设置；以职业能力为核心，进行基于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工学结合为理念，强化校企合作的教育教学实施模式，等等。以上表述方式不尽相同，具体操作也可能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其模式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原理是相通一致的。这些有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运行模式和运行实践，无疑已成为高职教育的文化规条。
（二）院校践行
文化从本质而言，归根结底依旧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具体的、生动的、鲜活的实践历程。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职文化的具体承载者、实践者，对中国高职文化的历史构建具有不可推卸的担当之责。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文化的具体实践中，高职院校既要显现一定的共性特质，更要彰显高职文化生动斑斓的个性特质。
1. 力避格式化倾向
首先，文化个性和办学特色是大学的生命与活力，也是院校文化践行的关键所在。受长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高校包括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在办学上易于趋同、类同，缺乏个性与特色。据《人民日报》报道，一项针对国内256所高校校训的调查显示，校训中带有“勤奋”字眼的有68所，有“求实”字眼的为65所，有“创新”字眼的为59所，8所高校校训同为“严谨、勤奋、求实、创新”。
“百校一训”的怪圈是我国高校大学精神与大学个性丧失的突出表现。
其次，高职文化的多样性特质要求突出院校文化践行的个性特征。我国高职院校数量众多，一是服务于不同的区域经济，二是应对着各地区多种多样不同的产业（群）、行业类型。高职教育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高职院校所应对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这必然导致高职文化在整体文化景观上的多样化与差异性。此外，在幅员辽阔力的中国文化版图上，各个不同地区形成了众多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在文化属性的结构体系中，不同区域的高职院校及其文化，既从属于我国高职文化的整体，又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地方区域文化。
再次，高职院校的举办者和办学体制的区别。目前我国高职院校从举办属性与办学体制上看，主要有公办、民办、政府与企业合办等诸多形式。办学模式及其运作体制的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院校文化。全国1200多所高职院校，成立与组建的时代背景各不相同，历史沿革迥异，有的甚至已有上百年的建校历史渊源，这也导致了我国高职文化在文化整体结构中不可避免的多样性与差异化。
综上所述，在高职院校的文化践行中，要力避“千校一面”、“千校一训”的格式化倾向。哪怕先进高职文化模式，也要反对照搬、样套的做法。
2. 力避平俗化倾向
高职院校的文化践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有单一性，又有系统性；既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具体可以理解为既有观念、理念、制度、机制的，又有操作、运用、事项、物项的；既与高职院校管理者相关，又与教师、学生甚至校企合作的企业方有关。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高职文化的践行已渗透在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全方位、全人员。
当前，在高职院校的文化践行中，普遍存在着一定的平俗化倾向，即过于简单化、单一化解读高职院校的文化实践，把开设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组织文体娱乐活动和社团活动、营造校园文化氛围等，作为院校文化践行的主要内容。而对全方位、全过程、全人员参与的系统性打造高职院校核心价值、高职院校精神等内涵建设重视不够。诚然，开设人文课程、建设校园文化是高职院校文化践行的重要内容，但远远不是院校文化践行的全部，更不是院校文化践行的核心。关键在于要通过长期、有序的文化实践，铸就高职院校鲜明的办学理念、价值取向、文化规条。
3. 力避急功近利的倾向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积累和沉淀的过程，非一蹴而就之功所成；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的凝聚，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高职文化践行是关于高职院校精神和高职院校“软实力”的基础建设，不能急功近利。在对优质文化要素的传承中，在保存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发展、积淀。同时，文化又是一种自律运动，在其历史沿革中，有其自身特定的规律规则、发展逻辑。遵守文化自律的内在特点和内部发展逻辑，在遵守文化运动客观规律基础上，以先进理念为指导，指定文化策略，引导文化走向，凝练文化精神，夯实文化内涵。院校的文化实践必须遵守文化规律，按照高职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按照院校下作的实际，通过科学有效的实践，努力创造和积淀院校的文化精神。
任何一个人的培养，其成长和成才也是一个不断积淀、不停发展的过程。尽管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定位被涂上工具主义的色彩，但是高职教育不论作为哪种类型的教育，归根结底都脱离不了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指向。摒弃工具主义的急功近利，在“教人做事”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之下，使学生掌一技之长、握一技之能，回归人的本源，最终“学会做人”，成为“人”、成为一个“崇德尚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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